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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忠青 李相成：“伪舆论监督”的伦理困境

   自1994年《焦点访谈》开播而竖起舆论监督大旗以来，《南方周末》紧随其后，各地方媒体的舆论监督一度呈燎

原之势，1994年也被称为“舆论监督年”。但是之后媒体舆论监督正逐步走向低谷。媒体上的舆论监督栏目便纷纷

更弦易辙，或改版或弱化，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集体失语已成媒体的“同一首歌”，媒体已步入“后舆论监督

时代”。①但是在舆论监督上的集体撤退不是媒体的常态，无论对媒体还是对社会，都是一种伤害：没有舆论监督的

媒体早晚会被受众遗忘；同样，一个失去舆论监督的社会，必然会因民意得不到合法渠道的表达而出现舆论阻塞，各

种并发症会以更加严重的破坏性伤及社会。基于这样的现实，媒体就自发地开展了“伪舆论监督”，以表明媒介还是

在守望变化的环境。政府所面对的社会舆论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。  

  “后舆论监督时代”下的“伪舆论监督”  

  在这里，笔者引入一个新词———“伪舆论监督”。笔者把违背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本意，以“舆论监督”的

形式，间接描述新闻事件的部分真相，在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后，媒体主动转移“议程设置”，使新闻当事人成为舆

论监督影响的最终承担者的现象，概括为“伪舆论监督”。  

  “伪舆论监督”是媒体和政府相互妥协的必然结果，是形式上的舆论监督。实质上，“伪舆论监督”没有达到舆

论监督的效果，反而使新闻中的弱势群体最终成为舆论监督的牺牲品。“伪舆论监督”的最根本特征，就是媒体在报

道某一新闻事件之后，因为外界的压力或受到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，被迫或主动退出“议程设置”，在形式上呈现出

一种“新闻悬案”。  

  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放大，在任何国家，还都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间接介入和干预。在我国，舆论监督

的实际效果与媒体的行政级别有着密切的关联，不管舆论监督以何种面目出现，其终极目标都是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新

闻当事人的“新闻救济”。“新闻当事人”既包括直接新闻当事人，也包括间接新闻当事人———指与直接新闻当事

人有着相同处境的一类人。尽管他们一时不具备“新闻点”，没有被媒体报道，但是他们属于新闻事件指涉的同一个

群体。如孙志刚案中的孙志刚就是新闻直接当事人，而先后被非法收容而遭迫害的流浪乞讨人员，就是《被收容者孙

志刚之死》的间接新闻当事人。②“伪舆论监督”因为信息的披露，使潜在新闻事实由幕后到前台，由于受到传媒环境

的控制，异化了舆论监督的客体，扭曲了新闻的价值，使新闻中的弱势者不仅得不到新闻媒体的“救济”，反而被暴

露于众，最终遭到强势者更严的控制。其有几种表现形态。  

  1．不了了之。2003年武当山失火的报道就是如此。《南方周末》在《遇真宫大火拷问武当山》报道之后，丹江

口市武当山经济特区的有关领导为逃避责任，蓄意寻找替罪羊。据《楚天都市报》报道，与此案毫无瓜葛的普通工人

薛森在相关领导“授意”下，谎称自己是武当山失火的第一责任人，并因此被开除公职。但是当其为相关领导包揽罪

责后，相关领导竟然“假戏真做”，最后彻底开除其公职，使其成为武当山失火事件的一个冤魂。③薛森的出现，道

出了武当山失火的相关内情与真正原因，但是媒体对此次事件虎头蛇尾的介入，并未使弱者摆脱困境。尽管很多新闻

当事人是被动陷入新闻事件的，但这不是偶然现象，从逻辑上和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，其深层原因是事件真正的新闻

价值所在，可惜新闻媒体却中途退场了。  

  2．止于基层干部。2007年6月《南方周末》等各大媒体对山西洪洞黑砖窑身世调查之后，人们不禁质疑：“那

些被虐待的民工度日如年，为何发现得这么晚？”④一个旷日持久、惨无人道地虐待童工、残疾人员的黑窑，其“保

护伞”竟然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党支部书记，村党支部书记的“幕后黑手”却在媒体的监督之外。可以想见，这

样的事件必然还会在不同的地方重演。尽管这次直接新闻当事人得到了救助，很难说，更多的间接新闻当事人的权利

会因此受到切实的保护。  



  3．因诉讼而“息鼓”。2006年6月富士康起诉媒体案就是标志性事件。⑤在上海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对当代“包

身工”———富士康员工工作环境报道后，富士康集团以“报道不实”为由把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告上法庭。迫于强大

的舆论压力，双方最后和解，但是在新闻媒体上，这些员工的命运最后却没了下文。  

  “伪舆论监督”的产生之因  

    “伪舆论监督”的出现，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媒体的商业动机，确有个别人借舆论监督之名寻租，并不关心新闻事件

当事人的权利，他们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新闻当事人只是他们新闻寻租的道具。但是，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实施

“伪舆论监督”实有客观原因。  

  1.制度原因。“伪舆论监督”过程中出现的“打苍蝇不打老虎”、舍本逐末现象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舆论

监督。舆论监督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权力博弈，任何一个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，必然会影响某些人的既得利益。我国新

闻媒体不是置身权力之外的超然组织，尤其是在市场化和媒体身份不明朗的今天，媒体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。  

  现有媒体的生存状态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延续，媒体也有行政级别，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权力机构。媒体的舆

论监督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利对权力的博弈。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实质上是一种附属于行政权力的“软权

力”，其舆论监督权最后的实现与否，还得依靠各种权力间的较量与妥协。因此它是一种有缺陷的监督，一种不彻底

的监督，它常常受到权力的掣肘而失败退场。在这样的处境下，新闻媒体的身份很尴尬：不实施舆论监督就丧失了新

闻媒体的公众表达权，实施舆论监督又不得不服从潜在的权力博弈规则。这样，新闻媒体就成了一个“准行政机

构”，“伪舆论监督”也在情理之中。所以中国的舆论监督常常是“风声大，雨点小”，有时“只刮风，不下雨”，

甚至有时“连风都不刮”。  

  2.法律对舆论监督的保障力度不够。媒体因实施舆论监督被频频告上法庭，虽然传媒自身存在着不规范的问题，

但传媒的败诉率之高，也反映了现有法律对传媒的保障力还较弱。在认定报道是否真实的判断依据上，媒体与法院之

间颇有分歧，法院所认可的真实是“证据真实”，而新闻媒介的真实是指“依据真实”。所谓证据真实，就是衡量和

判断一个事实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合，完全依靠法律规定的合法证据来认定。根据常理或逻辑上的判断可能会认为某

种事实存在，但证据却不能证明；有的则相反。而“依据真实”，就是指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所描述和传播的内容，

是由他人所提供或记者目击的新闻信息或者新闻事实。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，在新闻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

下，新闻所能够真正具备的真实性，其实也就是“依据真实”。  

  3.现在媒体舆论监督风险很大，法律成本很高。除了考虑到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外，一个意欲发表批评性言论的媒

体还必须考虑是否得罪得起被批评的官员，是否会遭受到打击报复，有时甚至还要考虑是否会得罪有关部门或当地政

府。罗伯斯庇尔的一段话最能概括现在舆论监督的真实状态：“如果你们授权这种人在诽谤的借口下来迫害敢于指责

他们行为的人，那么，对于公职人员的这种抑制办法就会变得十分无力和毫无意义，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？谁看不

见，在软弱无力、孤立无援的公民与拥有莫大资财、因而具有很大势力和很大权势的敌对者之间的斗争，是如何力量

悬殊！如果为了服务于人民而责难显贵的人们，不仅需要放弃因这些人的宠爱所带来的好处、受到他们暗中的迫害和

威胁，而且还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屈辱之至的判罪的灾难，那么，谁还肯去这样做呢？”⑦“伪舆论监督”或是媒体规

避法律风险的无奈之举。  

  “伪舆论监督”的伦理困境  

    尽管如此，媒体“伪舆论监督”的出现，也让新闻界不得不反思新闻界的职业操守和专业主义精神。媒体毕竟是一

种高尚的为公众表达的平台，在社会民主进程中，媒体的启蒙和追求民主的理想是不能丢弃的。新闻不可避免地要和

某些人的利益发生冲突，这是媒体本身必需的一部分，是不该回避也不能回避的。新闻记者除了广泛传播各种有益的

社会资讯外，还应该有揭示真相、追求真理的胆识与勇气。我国新闻界不乏这样的人物：中国揭黑第一人王克勤，冒

着生命危险，报道了震惊全国的“兰州证券黑市”；陈峰顶住压力报道了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》，从而推动了一种

制度的改变；《中国青年报》刘万勇揭露“退休高官”的敛财黑幕，从而警示了反腐的新动向……  

  但是坚守职业操守和专业主义的记者，在各种社会压力下也确实举步维艰。“我是弱者，因为我是记者”，成为

记者的普遍心声。社会的各种潜规则还经常对揭露真相的记者实施打击报复，甚至是进行人身迫害，不一而足。社会

需要真相，但是一些人却不能容忍揭露真相的记者。有论者指出，“一个社会在行为规范、社会运行机制、社会奖惩



这三个方面，存在着一种将人引向弄虚作假的趋势，并在实际中起着这样的引导作用”⑧。正是这种“制度性虚

伪”，造成了新闻工作的伦理困境。  

  记者经济基础的薄弱也使得坚守新闻伦理更为艰难，“许多编辑记者和编导并没有这样一个坚固的物质基础，新

闻专业主义又从何谈起？据了解，目前中国国内各类媒体中，有超过100万的媒体从业人员，其中有80%的人与媒体

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”、“真正的言论自由来自于记者编辑的铁饭碗”⑨。现在很多新闻机构把记者视为廉价劳动

力，在自身生存尚有问题、外部环境又不如意的情况下，一个记者怎么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？一个有良知的职业记者

常常忍受着职业伦理和客观现实冲突的煎熬。“伪舆论监督”从某一侧面也反映了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。■  

    （作者分别为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研究生）  

    注释：  

    ①张成良：《中国媒体进入后舆论监督时代》，载《新闻知识》2007年第4期  

    ②陈峰、王蕾：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》，载《南方都市报》2003年4月25日  

    ③《代领导顶过成替罪羊武当山遇真宫曝出看管内幕》，http://news.china.com  

    ④马昌博：《风暴眼中的山西官员》，载《南方周末》2007年7月5日  

    ⑤王佑：《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：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，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  

    ⑥陈力丹、闫伊默：《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》，载《南通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7年第2期  

    ⑦［法］罗伯斯庇尔：《革命法制和审判》第61页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  

    ⑧曹轲：《关于假新闻现象的理性思索》，载《新闻大学》1997年夏季号  

    ⑨李希光、赵琳琳：《“新农奴”与记者之“死”———关于中国媒体公信力的对话》，载《青年记者》2006年
第6期 

来源：http://media.people.com.cn/GB/22114/49489/105820/6449584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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